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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areer succ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been paid close extensive attention,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m is seldomly discuss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career suc-
ces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of laborer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302 Chinese labor-
ers by survey. As the result showed, firstly, objective career success (OCS) and 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 (SC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laborers’ well-being. Secondly,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status satisfaction played a ful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OCS and SWB, however, SCS’s 
positive effect on SWB is partial mediated by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status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results of total effect-moderation-model analysis suggested identity salience of family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S/SCS and SWB. Overall,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career success, including OCS and SCS, interrelated laborers’ well-being not through an in-
strumental process of need satisfaction, but also this process is moderated by laborer’s identity 
salience of family; making career succ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open the door of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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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职业成功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文对来自我国多个省市的3302名劳动者

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建模和总效应调节模型的方法，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的

影响后，结果发现：1) 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均对劳动者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 收入

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在客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3) 家庭身份凸显性的相关变量(已婚、亲友数量和家庭满意度)对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

位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普遍支

持假设。最终，本文也讨论了职业成功的研究趋势和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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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即便不是生活的唯一

目标，也是最主要的目标(Ng, 1996)。伴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发展，人们关于人生目的的偏好发生了偏离，

过于注重成功的工具价值而漠视幸福的终极价值。近年来，成功学的理论和书籍如过江之鲫般纷纷出现，

主要教给人们怎样走向成功，或者就是成功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一些人为了所谓的成功，急功近利、

不择手段。于是《厚黑学》、《怎样拍领导的马屁》等书籍大受欢迎，风靡神州。一时间，国人的传统

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对物质、金钱的追求变得越来越急切，拥有“豪宅、名车、年入百万”成了成功

的标志，也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反功利的。儒家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道家倡导“道法自然，逍遥齐物”，佛家主张“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然而，成功倡导的

趋利性不仅对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强烈冲击，致使社会主流道德迷失

与价值崩溃。有报道指出，成功学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

实(新周刊，2007)。而当前年轻人对成功的渴望，更是直接造成了励志书市场的繁荣(中国青年报，2013)。
当社会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

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郑安文，2013)。这背后的原因，除了人们过多以物质的评判标准来衡量成功之外，

对于职业成功如何才能有效增加劳动者幸福感的了解还知之甚少，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探

讨成功如何敲开幸福之门，对这个问题认识和理解不仅直接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而且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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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成功一直是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职业成功的研究非常丰

富。从评价标准看，职业成功由过去强调客观、单一的标准，逐步发展为强调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结合

的多元化标准。迄今为止，关于职业成功影响结果的研究显著偏少(Greenhaus & Kossek, 2014; Ab-
ele-Brehm, 2014)，对于职业成功影响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更是鲜有问津。当前国内外的文献主要关注职业

成功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大多都将职业成功视为一个因变量(Dries 等，12，引自王忠军，2014)。这

类研究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实现职业成功就是职业发展与管理的最终目标和终极追求(王忠军，

2014)。不可否认，追求职业成功有助于改善物质条件并提高生活水平。但是，职业成功仅仅是工作领域

的结果，追求幸福才是主要的生活目标(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Fredrickson 2001; Gable & Haidt 
2005)。因此，职业成功对劳动者幸福感有何影响？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是亟待解答的两个问题。 

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必须放在社会背景中理解，职业成功亦然。家庭导向的集体主义是中国社会文化

的重要特征(Fu, Wu, Yang, & Ye, 2008)。在中国社会，工作被视为实现家庭责任和要求的工具(Redding, 
Norman, & Schlander, 1994)，职业成功的最终目的是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荣誉和财富(Ralston et al., 2008)。
本研究将职业成功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看成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相互建构过程。职业成功通过满

足人们的社会地位、收入等心理需要，进而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家庭身份凸显则会使人们的生活目标

与中国传统文化趋同，从而调节了职业成功的作用机制。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两点：第一，探讨职业成功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的影响；第二，检

验职业成功的作用机制，即主观职业成功和客观职业成功是否通过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双重机

制以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以及家庭身份凸显性是否对该影响过程起调节作用。因此，本文首先通过评述

已有的关于职业成功、家庭身份凸显以及幸福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系列研究假设；其次介绍本文所

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最后对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进行讨论，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 

2. 理论回顾与假设 

2.1. 职业成功与幸福感 

2.1.1. 职业成功的理论发展与概念内涵 
职业成功(career success)，也称为职业生涯成功，指个体在工作中逐渐积累或获得积极的心理感受及

取得与工作相关的成就(Seibert, Grant, & Kraimer, 1999)。伴随着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和发

展，职业成功所采用的评价标准经历了由传统的强调稳定和线性特征的职业理论到当代职业理论。在职

业成功的评价标准上，由过去强调客观的、单一化标准，到现在强调主观的、多元化标准(如客观与主观

标准的结合)。例如，Sturges (1999)和 Nabi (2001)认为职涯成功包含外部成功和内部成功两个维度；Arthur，
Khapova 和 Wilderom (2005)认为职涯成功包含主观成功和客观成功两个维度；Hennequin 认为职涯成功

是一个三因素的结构，包含物质性的、心理性的和社会性的职涯成功(2007)。在实证研究中，职业成功经

常被区分为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 
客观职业成功是依据外在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评价的成功，采用的衡量指标包括收入、职业地位、

头衔、晋升状况、雇佣能力(Abele & Spurk 2009; Heslin, 2003, Heslin 2005; Judge et al., 1995; Ng et al., 2005; 
Spurk & Abele 2011)。主观职业成功是依据从业者的内部感受评价的成功，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职业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工作-家庭关系(Judge et al., 1995; Eby, Butts, & Lockwood, 2003)。元分析表明，主观职业成

功与客观职业成功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 0.28 (Abele et al., 2014)。Seibert & Kraimer (2001)认为，客观职业

成功会影响主观职业成功，但是主观职业成功的提高也会激发工作动机进而促进客观职业成功(Abele et 
al., 2011; Boehm & Lyubomirsky, 2008; Hall & Chandler, 2005)，两者之间是可能是相互影响的。从影响因

素来看，两者也存在差异。客观职业成功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社会-人口、人力资本、个体差异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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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4 种类型(Ng et al., 2005)。主观职业成功则与社会-人口、工作动机、个体差异、知识技能、社会网

络、组织和工作支持等 6 种因素密切相关(Ng & Feldma, 2014)。 

2.1.2. 职业成功与劳动者幸福感 
所谓幸福感，是人们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普遍用来直接衡量国民福祉(Frey & 

Stutzer, 2002)。自从 Wilson (1967)发表了《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书以来，人们系统推进了幸福感的

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了性别、年龄、收入、种族、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因素，基因、乐观、

控制感、心理资本等个体因素也被证实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吴伟炯等，2012)。总的来看，幸福感的影响

因素可以归纳为收入、个人特征、社会特征、生活态度与信念、人际关系、时间使用以及经济社会环境

等七种类型(如 Dolan, Peasgood, & White, 2008)。职业成功涉及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除了收入、晋升次

数等客观指标，也必须包含诸如职业满意度、可晋升能力、职业发展等心理成功指标，对劳动者幸福感

具有重要影响。 
就客观职业成功而言，收入是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之一(Judge, 2009; Judge & Cable 2004; Kammey-

er-Mueller et al., 2008; Seibert & Kraimer 2001)。无论是对于雇员，还是对于雇主，收入都是衡量客观职业

成功的通用指标。1 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当收入越高，人们的幸福感也越高(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Frey & Stutzer, 2002; Pinquart & So¨rensen, 2000)。Saris (2001)对俄罗斯的纵向研究发现，收入对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是正向的。澳大利亚(Marks & Fleming, 1999)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Pinquart 和 Sörensen 
(2000)的元分析也表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正向，发展中国家，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 0.36，
而在发达国家中该相关系数更小(Howell & Howell 2008)。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背景下，本文认为客观职

业成功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幸福感的提升。 
就主观职业成功而言，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满意度都是主观职业成功的主要衡量指标。职业满意度与

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密切相关，而工作满意度与劳动者当前的职业和职位都有关联。2 另外，幸福感的认知

指标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对生活各领域的满意度，如职业、家庭、健康等具体生活领域的满意度

(Lyubomirsky et al., 2005; Campell et al., 1976)。后者通过“自下而上”效应(bottom-up effect)影响前者。

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满意度都属于具体生活领域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影响着劳动者的总体生活满意度。

大量研究表明，职业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Lounsbury et al., 2004; Leunget al., 2011)。工作满意度的

元分析也表明(Bowling et al., 2010)，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 0.48。因此，本文认为主观

职业成功较高的劳动者也具有较高的幸福感。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客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主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职业成功、需求满足与幸福感 

2.2.1. 收入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鉴于工作的目的在于获得物质回报和认会认可(李原，2013)，劳动者的需求满足程度——收入满意度

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可能传递了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非

线性的。在收入较低时，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性较强，而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

相关性有所降低(Frey & Stutzer 2002)。在发达国家，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并不相关(Diener & Biswas-Diener 

 

 

1对于雇主而言，晋升速度、晋升次数，以及职位等级作为客观职业成功的衡量指标并不适用。对于雇员，当晋升成为一种制度后，

这些指标难以反映劳动者的职业成功(e.g., Thorndike 1963; Keller et al., 2014)。 
2对于雇主而言，工作满意度作为主观职业成功的衡量指标并不合适。对于广大劳动者，采用职业满意度衡量职业成功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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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asterlin et al., 2010, 2012)。本文认为，决定人们幸福与否的关键不是职业成功实际如何，而是人们

对于职业成功是否满足其需求的评价。 
收入满意度是劳动者对自己实际收入与预期的理想状态之间的比较评价。与其相类似的概念是薪酬

满意、收入满足 3 (傅红春 & 罗文英，2004；郑方辉 & 卢扬帆，2013)。有关收入满意度的研究可以追

溯到Festinger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而Adams的公平理论又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王重鸣 & 邓今朝，

2011)。根据“保健-激励”双因素理论(Herzberg, 1966)，保健因素是与外部条件相关、防止给人带来不满

意感的因素，如收入，而激励因素是与个体发展与成就相关、能给予人积极满意感的因素，如成就感、

社会认可、职业发展和成长。保健因素可以降低不满意，而激励因素有助于提高满意度。体现在双因素

理论中，客观职业成功(收入)和主观职业成功(职业满意度)分别作为收入满意度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在激励因素上，当职业满意度较低时，职业成功的人不会减少对收入的积极评价，但是在职业满意度提

高时，职业成功将发挥激励作用并强化收入满意度。当前的收入满意度的研究均对收入的促进作用达成

共识(Williams et al., 2006; Judge et al., 2010)。Schyns (2001)和 Johnson 和 Krueger (2006)分析了收入与生活

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收入满意度在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Schyns, 2001)，甚至完

全中介作用(Johnson & Krueger 2006)。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收入满意度在客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收入满意度在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2.2. 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还存在社会地位满意的中介机制。所谓社会地位满意，是劳动者对自

己实际的社会地位与预期的理想状态之间的比较评价。与其相类似的概念的是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

社会地位。后两者与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相联系。而社会地位满意则是在主观地位“高低”基础上

与预期标准比较的结果，更好地反映了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 
尊卑等级在人类社会随处可见，但是在中国社会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是一个高权力距

离文化(Hofstede, 2001)，强调“长幼有序、上下尊卑”等尊卑和责任序列。人们根据这些标准来确立目

标、期望和自我价值，在社会比较中做出精准的自我定位(Zink et al., 2008)。成功意味着具有更多的经济、

社会和心理资源，在满足社会心理需要(即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社会比较过程，使劳动者逐渐提高在特定

群体内的社会地位满意度。首先，社会地位满意体现了职业成功的社会比较过程。当经济资源(收入)在社

会群体占有较高的地位时，人们会采用预期标准进行社会比较。只有当收入等于或超过预期标准时，劳

动者才会对社会地位满意。研究表明，收入等级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收入(Taylor et al., 2010)，当收

入在特定群体内(如特定性别、年龄、地理位置、教育程度的人群)占有较高的等级时，人们的幸福感较高

(Boyce et al., 2010)。从这个意义看，社会地位满意也可能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收入满意度。其次，社会地

位满意反映了自尊、归属等社会心理需要满足的过程。成功人士表现出更多的活力(Baruch et al., 2014)、
自豪感(Abele-Brehm, 2014)、以及自信(Greenhaus & Kossek, 2014)。这些心理资源的积累有助于形成社会

地位满意度，进而促进自尊(陈艳红等人，2014；Twenge & Campbell，2002)、自我价值感(Wilkinson & Pickett, 
2007)、归属感(Singh-Manoux, Marmot, & Adler, 2005)等心理需要的满足，最终在社会生活领域“自下而

上”地提高劳动者幸福感。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社会地位满意度在客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H3b：社会地位满意度在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3收入满足指实际收入占所希望收入的比值(傅红春 & 罗文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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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庭身份凸显性的调节作用 

不同群体对同一客观事实可能存在不同评价标准(吴琼，2014；Chevalier & Fielding，2011)。男性和

女性对职业成功的标准和追求就存在明显的区别，例如，女性衡量职业成功时较少以客观收入或晋升为

标准，而主要考虑职业的主观感受(Powell & Mainiero, 1992)；即便大部分女性在客观职业成功上不如男

性，但是在主观职业成功方面，女性与男性类似(Mayrhofer et al., 2008)。原因在于，社会的性别分工模式，

更强调女性的家庭角色，让女性面临更多的家庭责任(Yang., 2010; Greenhaus & Callanan 2013)。特别是在

“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社会，女性赋予家庭角色更多权重，而男性更看重职业成功。一些文献认为(Powell 
& Greenhaus 2010; Greenhaus, Peng, & Allen, 2012; Greenhaus & Kossek, 2014)，这种性别差异归根结底在

于家庭身份凸显性。 
家庭身份凸显性是家庭身份在社会情境中启动的可能性。凸显家庭身份的因素包括家庭中心性、家

庭责任、家庭投入和家庭满意度等(Greenhaus, Peng, & Allen, 2012)。根据角色身份理论(role identity theory, 
Stryker, 1980)，个人的多重身份源于个人在社会中担当的不同角色，哪一种身份凸显则取决于社会情境

中是否存在与之对应的相关对象或线索(如在子女面前是父母身份，在配偶面前是妻子或丈夫身份)。家庭

身份凸显会广泛且深入地影响个人的行为，会使个人对家庭产生心理承诺，从而接受家庭的价值观，并

将家庭目标作为自己的理想，产生为家庭竭尽全力的意愿(Meyer et al., 2006; Ng & Feldman, 2008)。 
本文主要从家庭责任和家庭满意度两个指标进行考察(Ng & Feldman, 2008; Pereira & Coelho, 2013)。

中国社会的基石是家庭(Chan & Lee, 1995; Michailova & Hutchings, 2006)，其文化特征是家庭导向的集体

主义(Fu, Wu, Yang, & Ye, 2008)。与西方的家庭概念不同，中国的“家”有大小之分。小家庭主要指一对

夫妇或一对夫妇加孩子，而大家庭包括了已婚成年子女、其他亲友，有时甚至还包括的仆佣等(费孝通，

1998)。随着亲友数量增多(家庭规模增大)，家庭责任(如参加聚会、教育和照顾孩子、家务劳动、陪伴配

偶等)也增大，同时责任分散(旁观者效应)也更容易发生。在社会情境中，相对于大多数群体，属于少数

群体的成员表现出更高的身份凸显性(Forehand & Deshpande, 2001; Yang et al., 2008)。相对于“大家庭”，

小家庭(亲友少)由于责任集中(而不是责任分散)更容易凸显家庭身份。相对于未婚者，已婚者需要投入更

多时间和精力到家庭中以承担起家庭责任，婚姻情境中相关线索也凸显了家庭身份(Pereira & Coelho, 
2013)。此外，研究表明，家庭满意体验也会增强家庭身份凸显性(Ng & Feldman, 2008; Greenhaus, Peng, & 
Allen, 2012)。对于家庭满意的人，他们与其他家庭成员相处融洽，更愿意为家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Day & Chamberlain, 2006)。由于职业成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实现家庭责任的工具(Redding, Nor-
man, & Schlander, 1994)，其最终目的是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荣誉和财富(Ralston et al., 2008)，在已婚、亲友

多、高家庭满意度的情况下，成功人士的家庭身份凸显性更强，其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与中国传统文化较

一致，将感受到更多生活的意义，由此形成较高的幸福感。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婚姻状况(H4a)、亲友数量(H4b)、家庭满意度(H4c)对客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

节作用。在已婚、亲友少、高家庭满意度的情况下，客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较大；在未婚、

亲友多、低家庭满意度的情况下，客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较小。 
H5：婚姻状况(H5a)、亲友数量(H5b)、家庭满意度(H5c)对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

节作用。在已婚、亲友少、高家庭满意度的情况下，主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较大；在未婚、

亲友多、低家庭满意度的情况下，主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较小。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在我国社会背景下，职业成功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

制。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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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本研究框架示意图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在职劳动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广东、浙江、湖南、四川、江西、广西、

河南、江苏等 12 个省份收集数据。总共发放问卷 6000 份，收回问卷 4697 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3302
份。回收率 73.28%，有效率 70.3%。被试的基本情况如下：男性占 54.6%，女性占 45.4%；平均年龄 37.34
岁；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占 26.1%、高中和中专占 24.1%、大专占 20.6%、本科占 24.2%、研究生占 5%；

职业方面：农民占 23%、工人占 8.9%、农民工占 12%、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占 11.9%、事业单位人员占

14.8%、公务员占 10.4%、雇主占 6.6%、服务业人员占 11.1%；就业状态：正常就业占 67.7%，临时就业

占 32.3%。 

3.2. 变量测量 

因变量是幸福感，借鉴盖洛普全球幸福感(Gallup World Happiness Report)调查，幸福感的测量采用坎

特里尔量表的基本问题：“总的来看，您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被试从 1 (非常不满意)到 10 (非
常满意)评分。这种单一项目测量的方法在文献中被广泛采用(如Frey & Stutzer, 2002，Layard, 2005；Dittmar 
et al.，2014)，被认为是有效的测量方式。 

自变量是职业成功。根据先前的研究，本研究从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两个方面进行测量。

客观职业成功的测量采用月收入，请被试报告当前的月收入情况，并从 1 (1500 元以下)到 5 (10,000 元以

上)作答。主观职业成功采用职业满意度，测量问题是“总的来看，您对当前职业的满意程度如何？”请

被试从 1 (非常不满意)到 10 (非常满意)评分。 
中介变量是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的测量问题是“总的来看，您对当前收入的

满意程度如何？”请被试从 1 (非常不满意)到 10 (非常满意)评分。本研究将收入满意视为一个单维概念，

这与 Williams 等人(2007)的观点是一致的。社会地位满意度的问题是“总的来看，您对当前社会地位的

满意程度如何？”请被试从 1 (非常不满意)到 10 (非常满意)评分。 
调节变量是家庭身份凸显性，采用家庭责任(婚姻状况、亲友数量)和家庭积极体验(家庭满意度)的相

关变量。其中，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已婚、离异、再婚和丧偶五种类型，在被试作答后，本研究构建虚

拟变量，将“已婚和再婚”重新编码为“已婚”、“未婚、离异和丧偶”编码为“未婚组”，以“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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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作为对照组。亲友数量的问题为：“您的亲友数量如何？”请被试从 1 (很多)到 5 (很少)作答。家庭

满意度的测量问题是：“整体而言，您对当前家庭的满意程度如何？”请被试从 1 (非常不满意)到 10 (非
常满意)评分。 

根据先前的研究(如 Pereira & Coelho, 2013；吴伟炯，2017)，控制变量选取与基因和遗传相关的人口

学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健康等变量。其中，在年龄方面，年龄可能对幸福感具有倒 U 型

曲线的关系(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本研究控制了年龄一次项和二次项。性别方面，请被试回答

自己的生理性别。在学历方面，包括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等选项，请被试根据实际学历

作答。健康方面，根据当前的文献(如 Schnittker & Bacak，2014)，采用自评健康(self-rated health)的题目，

即“您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如何？”。请被试从 1 (非常不健康)到 5 (非常健康)作答。 

3.3. 研究程序 

实地调查主要在各地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由研究者在场对个体问题进行解答。部分调查研究者不

在场，事先对代理调查者进行了培训，并提供指导语和实施手册。在调查之前，向被试告知调查结果会

完全保密，仅用于科学研究。被试填完问卷之后当场回收。在所有问卷回收之后，先进行废卷剔除工作，

然后进行数据的录入与统计分析。 

3.4.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16.0 和 AMOS 7.0 进行统计分析。具体进行的统计分析包括：首先进行同源性偏差

分析；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显变量路径分析方法，使用极大似然法考察职业成功(收入、职业满

意度)、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最后运用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提出的

“总效应调节模型” (total effect moderation model)分析家庭身份凸显对于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 

4. 研究结果 

4.1. 变量区分效度及同源性偏差的检验 

虽然在调查过程强调匿名性、保密性以及数据仅限于科学研究的说明进行程序控制，最大限度确保

调研结果真实、准确和严谨，但是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可能存在同源性偏差。本研究对生活满意度、收

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职业成功(收入与职业满意度)、家庭身份凸显(家庭满意度、婚姻状况、亲

友数量) 5 个构念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5 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χ2 = .48, df=13, CFI = 0.98, IFI 
= 0.99, RMR = 0.06, RMSEA = 0.07)。这表明，5 个构念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同时，验证性因子分析也

可以用于 Harmman’s 单因子检验来检测同源性偏差(Malhotra, Kim, & Patil, 2006)。5 因子模型拟合最优表

明，尽管同源性偏差可能存在，但是它对研究的影响较小。 

4.2.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研究者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了解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是否与研究假设预测之趋势相符合。各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从中看出，职业成功的主观指标(职业满意度)、客观指标(收
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0.15, p < 0.01)。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都与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分别为 0.52，p < 0.01；0.10，p < 0.01)，初步验证了 H1a 和 H1b。同时，职业满意度、收入与收入满意

度、社会地位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也显著。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与幸福感的正相关也显著。这

些结果为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中介效应的检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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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幸福感 6.95 1.74 -           

2) 收入 2.06 0.89 0.10** -          

3) 职业满意度 6.16 2.10 0.52** 0.15** -         

4) 收入满意度 5.98 2.13 0.54** 0.24** 0.56** -        

5) 社会地位满意 5.95 2.16 0.56** 0.15** 0.60** 0.58** -       

6) 年龄 37.34 11.23 0.06** −0.09** −0.07** 0.08** 0.06** -      

7) 女性 0.45 0.49 0.06** −0.12** 0.01 0.02 0.01 −0.17** -     

8) 学历 2.47 1.24 −0.02 0.43** 0.12** −0.01 0.06** −0.32** 0.06** -    

9) 健康状况 3.77 0.91 0.25** 0.11** 0.22** 0.16** 0.15** −0.21** 0.02 0.19** -   

10) 已婚 0.23 0.40 −0.10** 0.03 0.01 −0.10** −0.06** −0.45** 0.06** 0.25** 0.06** -  

11) 亲友数量 2.40 0.92 −0.27** −0.02 −0.22** −0.17** −0.19** 0.01 −0.04* −0.10** −0.28** 0.03 - 

12) 家庭满意度 7.87 2.01 0.43** 0.01 0.28** 0.27** 0.30** 0.13** −0.01 0.01 0.19** −0.32** −0.29** 

注：1) 性别，1 = 女，0 = 男；健康，1 = 很不健康，2 = 不太健康，3 = 一般，4 = 比较健康，5 = 很健康；婚姻，0 = 未婚，包括未婚、

离婚和丧偶，1 = 已婚，包括已婚和再婚；亲友数量，1 = 很多，2 = 较多，3 = 一般，4 = 较少，5 = 很少；收入，1 = 1500 元以下，2 = 1500~3000
元，3 = 3000~6000 元，4 = 6000~10000 元，5 = 10,000 元以上；学历，1 = 初中及以下，2 = 高中中专，3 = 大专，4 = 本科及以上；下同。

2) *p < 0.05；**p < 0.01。 

4.3. 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二(中介效应)，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我们首先检验了含控制变量

的模型，并基于含控制变量的模型，将假设模型(完全中介模型)和另外三个竞争模型(部分中介模型)进行比

较，以选择一个与数据拟合较好并相对节俭的模型。型的比较是依据它们的∆χ2 及∆df (χ2 差异及 df 的差异)
来决定。如果差异不显著，则取路径简洁的模型；如果差异显著，则表明两个模型的拟合水平显著不同，

即路径较多的相对复杂的模型优于路径较少的相对简洁的模型，因而取拟合较优的相对复杂的模型。 
零模型(Null)的卡方与自由度比接近 190，拟合效果非常差。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的 GFI、IFI、CFI

和 TLI 均高于 0.9，RMSEA 也低于 0.01，表明模型拟合较理想。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假设模型的卡方

与自由度比接近 20，拟合度很差。通过嵌套模型间的比较(如表 2 所示)，我们发现模型三(假设模型)与模

型四(∆χ2 = 0.97, ∆df = 1, p > 0.05)的差异并不显著。根据节俭原则，我们首先排除了模型四。模型三与模

型五(∆χ2 = 84.5, ∆df = 1, p < 0.05)，模型六(∆χ2 = 84.67, ∆df = 1, p < 0.05)的差异均显著。根据节俭性原则，

我们保留路径较多的模型五和模型六。比较模型五和模型六，我们选择简洁的模型五。另外，根据修正

指数的提示并结合相关理论，增加社会地位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的路径，形成了模型七。结果发现，模

型七与模型三的差异显著(∆χ2 = 328.27, ∆df = 3, p < 0.05)，而且模型七优于模型三。最后，我们对模型七

进行简化，去除不显著的路径(收入→社会地位满意度)，形成模型八。比较模型七和模型八，发现二者的

差异不显著(∆χ2 = 3.06, ∆df = 1, p > 0.05)。根据拟合指标和节俭性原则，最为理想的是模型八。由此我们

得到了如表 2 所示的最佳拟合模型。 
由图 2 可见：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中介变量——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而产生的。

其中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完全中介了客观职业成功(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部分中介了主观职业

成功(职业满意度)对幸福感的作用。此外，收入满意度在幸福感与职业满意度及收入之间均发挥中介角色；

社会地位满意度则只在幸福感与职业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最后，该模型也显示社会地位满意度在收

入满意度与收入和职业满意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因此，H2a 得到了数据支持，而 H2b 则得到部分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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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表 2. 结构方程模型比较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GFI IFI CFI TLI RMSEA ∆χ2(∆df) 

模型 1 8421.87 45 187.15       

模型 2 4.71 4 1.18 1.00 0.99 1.00 0.99 0.007  

模型 3 419.10 21 19.96 0.97 0.93 0.93 0.85 0.088  

模型 4 418.13 20 20.91 0.97 0.93 0.93 0.84 0.093 0.97 (1) 

模型 5 334.60 20 16.73 0.97 0.94 0.94 0.86 0.088 84.5** (1) 

模型 6 334.43 19 17.60 0.97 0.94 0.94 0.85 0.091 84.67** (2) 

模型 7 90.83 18 5.05 0.99 0.99 0.99 0.97 0.039 328.27** (3) 

模型 8 93.89 19 4.94 0.99 0.99 0.99 0.98 0.032 3.06 (1) 

注：模型 1：零模型(Null)。模型 2：仅含控制变量。模型 3：基于含控制变量的假设模型。模型 4：基于模型 3 增加收入→幸福感的直接路

径。模型 5：基于模型 3 增加职业满意度→幸福感的直接路径。模型 6：基于模型 3 同时增加收入→幸福感和职业满意度→幸福感的直接路

径。模型 7：基于模型 6 增加社会地位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的路径。模型 8：基于模型 7 减少收入→幸福感的路径。模型 4~7 的∆χ2 (∆df)为
模型 4~7 与假设模型之间的卡方和自由度变化比值；模型 6 的∆χ2 (∆df)值为模型 6 和模型 5 之间的卡方和自由度变化比值。 
 

 
注：模型中的数值为标准化的路径系数，p 值均小于 0.001；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出于清晰的要求，控制变量

及其路径并未标出。 

Figure 2. Revised mediation model 
图 2. 修正后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采用“总效应调节模型” (total effect moderation model)，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将中介效应和调

节效应分开分析的弊端，以便从更完整的角度来探讨职业成功对于整个中介模型的调节效应(Edwards & 
Lambert, 2007)。结合本文前一部分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在本部分中，拟探讨家庭认同是否会调节下列

路径：第一阶段(“收入→收入满意度”、“收入→社会地位满意度”、“职业满意度→收入满意度”、

“职业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第二阶段(“收入满意度→幸福感”、“社会地位满意度→幸福感”)，
以及直接效应(“职业满意度→幸福感”)。 

根据 Edward 和 Lambert (2007)推荐的检验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方法，本文针对客观职业成功(收入)和
主观职业成功(职业满意度)分别构建了三个回归方程。回归方程①：用 CSi、FIi 以及(FIi × CSi)来预测 IS。
回归方程②：用 CSi、FIi 以及(FIi × CSi)来预测 SS。回归模型③：用 CSi、IS、SS、FIi、(FIi × CSi)、(IS × 
FIi)、(SS × FIi)来预测 LS。其中 IS、SS、LS 分别代表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幸福感，FIi 表示不

同的调节变量：婚姻状况、亲友数量、家庭满意度。CSi 表示不同的自变量：客观职业成功(收入)、主观

职业成功(职业满意度)。然后得到或计算出下列系数或效应：1) “第一阶段”：由前因变量(收入和职业

满意度)到中介变量(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回归系数(根据回归方程①和②得到)；2) “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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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由中介变量(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到结果变量(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根据回归方程③得到)；
3) “直接效应”：由前因变量(收入和职业满意度)到结果变量(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根据回归方程③得到)；
4) “间接效应”：由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回归系数相乘而得；5) “总效应”：由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相加而得；6) “差异”：指①已婚情况下的系数或效应减去未婚情况下的系数或效应所得的差；②多亲

友数量情况下的系数或效应减去少亲友数量情况下的系数或效应的差；③高家庭满意度情况下的系数或

效应减去低家庭满意度情况下的系数或效应的差。至于上述单纯路径系数以及由之推衍出的间接效应、

总效应和差异的显著性，则应用受约束的非线性模型(Constrained Nonlinear Regression)的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估计，以本研究中的 3302 个样本为“母本” (original sample)，采取有放回的抽样方式(with re-
placement)从母本中随机抽取 3302 个样本，共抽得 1000 组样本，由此计算出 1000 组单纯路径系数、间

接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值。然后通过这 1000 组估计值，导出“偏差校正置信区间(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s)”。最后，根据这些置信区间来确定各单纯路径系数、间接效应、总效应及差异的显著性(Edward 
& Lambert，2007；李锐，凌文辁，& 柳士顺，2009)。分析结果见表 3 和表 4。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不同家庭情况下，客观职业成功(收入)对幸福感的总效应也有不同作用。在已婚

和未婚、亲友多和亲友少的情况下，收入影响幸福感总效应的差异不显著(0.01 ns; 0.02 ns)，但在高、低

家庭满意度两种情况下，收入对幸福感总效应(分别为 0.40，p < 0.01；0.21，p < 0.01)的差异是显著的(0.19, 
p < 0.01)，表明家庭满意度对收入影响幸福感总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在间接效应上，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均是显著的。首先，收入满意度的中介效

应在已婚和未婚两组间、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0.10, p < 0.05; −0.09, p < 0.05)，
但是在高、低家庭满意度两组间差异不显著(−0.07 ns)。同时，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在所有情况下

均为发现显著的差异。这个结果表明，客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受到了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

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同时中介效应还受到了婚姻状况和亲友数量的调节。 
 
Table 3. Moderated analysis results (objective career success as antecedent variable) 
表 3. 调节分析结果(以客观职业成功为前因变量) 

 婚姻状况 亲友数量 家庭满意度 

阶段与效应 已婚 未婚 差异 多亲友 少亲友 差异 高分组 低分组 差异 

阶段          

第一阶段          

收入→收入满意度 0.31** 0.26** 0.05 0.31** 0.31** 0 0.37** 0.30** 0.07 

收入→社会地位满意度 0.25** 0.15** 0.10* 0.19** 0.19** 0 0.18** 0.20** −0.02 

第二阶段          

收入满意度→幸福感 0.74** 0.51** 0.23** 0.50** 0.79** −0.29** 0.37** 0.71** −0.34** 

社会地位满意度→幸福感 0.60** 0.64** −0.04 0.54** 0.49** 0.05 0.59** 0.40** 0.19** 

效应          

直接效应 −0.17* −0.03 −0.14** 0 −0.10 0.10 0.16* −0.08 0.24** 

间接效应 
收入满意度为中介 0.23** 0.13** 0.10* 0.15** 0.24** −0.09* 0.14** 0.21** −0.07 

社会地位满意度为中介 0.15** 0.10** 0.05 0.10** 0.09** 0.01 0.11** 0.08** 0.03 

总效应 0.21** 0.20** 0.01 0.25** 0.23** 0.02 0.40** 0.21** 0.19** 

注：1) 表格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及直接效应)，或运用这些回归系数所计算而得的数值(间接效应、总效应以及差异)。
在进行分析前，所有变量均已中心化(使平均数转移到 0) (Aiken & West, 1991)。未婚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已婚包括已婚和再婚。多亲友

时各效应的估计，是将亲友数量的值设为+0.92 (即平均数加 1 个标准差)来进行计算；少亲友时各效应的估计，则是将亲友数量的值设为−0.92 
(平均数减 1 个标准差)来进行计算。高家庭满意度时各效应的估计，是将家庭满意度的值设为+2.01 (即平均数加 1 个标准差)来进行计算；

低家庭满意度时各效应的估计，则是将家庭满意度的值设为−2.01 (即平均数减 1 个标准差)来进行计算。2) *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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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oderated analysis results (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 as antecedent variable) 
表 4. 调节分析结果(以主观职业成功为前因变量) 

 婚姻状况 亲友数量 家庭满意度 

阶段与效应 已婚 未婚 差异 多亲友 少亲友 差异 高分组 低分组 差异 

阶段          

第一阶段          

职业满意度→收入满意度 0.61** 0.60** 0.01 0.62** 0.45** 0.17** 0.64** 0.48** 0.16** 

职业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 0.63** 0.70** −0.07 0.65** 0.66** −0.01 0.69** 0.50** 0.19** 

第二阶段          

收入满意度→幸福感 0.58** 0.39** 0.19** 0.44** 0.68** −0.24** 0.29** 0.55** −0.26** 

社会地位满意度→幸福感 0.47** 0.48** −0.01 0.47** 0.24** 0.23** 0.41** 0.29** 0.12** 

效应          

直接效应 0.22** 0.24** −0.02 0.17** 0.38** −0.21** 0.39** 0.30** 0.09* 

间接效应 
收入满意度为中介 0.35** 0.24** 0.11** 0.27** 0.30** −0.03 0.19** 0.27** −0.08* 

社会地位满意度为中介 0.30** 0.33** −0.03 0.31** 0.16** 0.15** 0.28** 0.14** 0.14** 

总效应 0.87** 0.81** 0.06 0.75** 0.84** −0.09* 0.86** 0.71** 0.15** 

注：同表 5。 
 

根据表 4 的结果，本文画出了中介效应图，图 3 至图 5 分别表示了婚姻状况、亲友数量、家庭满意

度调节下的中介效应图。就第一阶段影响(收入→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效应来看，首先，收入对

收入满意度的效应均显著为正，在已婚和未婚两组间、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间，以及高、低家庭满意度

两组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分别为 0.05 ns；0 ns；0.07 ns)。其次，收入对社会地位满意度的效应均

显著且为正，在已婚和未婚两组间的差异显著(0.10, p < 0.05)，而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间，以及高、低家

庭满意度两组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分别为 0 ns；−0.02 ns)。就第二阶段影响(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
幸福感)效应来看，首先收入满意度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在已婚和未婚两组间、亲友多和亲

友少两组间，以及高、低家庭满意度两组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分别为 0.23，p < 0.01；−0.29，p < 0.01；
−0.34，p < 0.01)。其次，社会地位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也显著为正，但是仅仅在高、低家庭满意

度两组间差异显著(0.19，p < 0.01)，在已婚和未婚两组间、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间差异并不显著(−0.04 ns; 
0.05 ns)。以上结果表明，在客观职业成功影响幸福感过程，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主要在第一阶段(收入→
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第二阶段(收入满意度→幸福感)，以及直接效应上(收入→幸福感)。亲友数量的调节主

要在第二阶段(收入满意度→幸福感)。家庭满意度的调节作用主要在第二阶段(收入满意度→幸福感；社

会地位满意度→幸福感)，以及直接效应上(收入→幸福感)。 
从直接效应看，在不同情况下，客观职业成功(收入)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有不同作用。首先，在未婚

组，收入对幸福感直接效应为负向，但不显著(−0.03 ns)；在已婚组，收入对幸福感直接效应负向且显著

(−0.17, p<0.05)。其次，在低家庭满意度组，收入对幸福感直接效应是负向，但不显著(−0.08 ns)；在高家

庭满意度组，收入对幸福感直接效应显著为正(0.16, p < 0.05)。在亲友少两组，收入的直接效应为负向，

但是不显著(−0.10 ns)；在亲友多组，收入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 
因此，H4a 未获得验证，H4b 得到部分验证，H4c 得到了完全验证。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不同家庭情况下，主观职业成功(职业满意度)对个体幸福感的总效应也有不同作

用。在高、低家庭满意度，以及亲友多和亲友少的情况下，职业满意度对幸福感总效应的差异均显著(分
别为 0.15，p < 0.01；−0.09，p < 0.05)。但是在不同婚姻状况下，职业满意度影响幸福感总效应的差异不

显著(0.01 ns)。这表明，职业满意度的总效应受到了家庭满意度和亲友数量的显著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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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imple effects of being married and unmarried (objective career success) 
图 3. 已婚和未婚的简单效应(客观职业成功) 

 

 
Figure 4. Simple effects of having more friends and fewer friends(objective career success) 
图 4. 亲友多和亲友少的简单效应(客观职业成功) 

 

 
注：图 2至图 4 表示中介模型的简单效应图，黑体表示在不同的调节变量水平上差异是显著的；

虚线表示该条线的斜率系数不显著；*p < 0.05，**p < 0.01。 

Figure 5. Simple effects of high and low family satisfaction (objective career success) 
图 5. 高、低家庭满意度的简单效应(客观职业成功) 

 
在间接效应上，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效应都是显著的。首先，收入满意度的中介效

应在已婚和未婚两组间，以及高、低满意度两组之间差异均显著(分别为 0.11，p < 0.01；−0.08，p < 0.05)，
但是在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0.03 ns)。其次，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在亲友多和亲

友少两组之间，以及高、低家庭满意度之间差异均显著(分别为 0.15，p < 0.01；0.14，p < 0.01)。这个结

果证明了，主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受到了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同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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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介效应还受到了家庭身份凸显性的调节。 
根据表 4 的结果，本文画出了中介效应图，图 6 至图 8 分别表示了婚姻状况、亲友数量和家庭满意

度调节下的中介效应图。就第一阶段影响(职业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效应来看，职业满

意度对收入满意度的效应均为正，在已婚和未婚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0.01 ns)，在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之

间，以及高、低家庭满意度两组间的差异亦显著(分别为 0.17，p < 0.01；0.16，p < 0.01)。职业满意度对

社会地位满意度的效应均为正，在已婚和未婚两组以及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之间差异均不显著(分别为

−0.07 ns；−0.01 ns)，但是在高、低家庭满意度两组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0.19, p < 0.01)。就第二阶段影

响(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幸福感)效应来看，收入满意度对幸福感的效应均为正，在已婚和未婚

两组之间差异显著(0.19, p < 0.01)，在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之间以及在高、低家庭满意度两组间的差异均

显著(分别为−0.24，p < 0.01；−0.26，p < 0.01)。社会地位满意度对幸福感的效应均为正，在已婚和未婚

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0.01 ns)，在亲友多和亲友少两组之间以及在高、低家庭满意度两组间的差异均显著

(分别为 0.23，p < 0.01；0.12，p < 0.01)。以上结果表明，主观职业成功影响幸福感的过程，婚姻状况的

调节作用主要在第二阶段(收入满意度→幸福感)。除了“职业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的路径，亲友数

量对其他路径都具有调节作用。家庭满意度的调节对职业满意度影响幸福感的所有路径都具有调节作用。 
从直接效应看，在不同家庭情况下，主观职业成功(职业满意度)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有不同作用。职

业满意度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均是正向的，并且在亲友多和亲友少的情况下差异显著(−0.21, p < 0.01)，
在高家庭满意度和低家庭满意度的情况的差异也显著(0.09, p < 0.05)，但是在已婚和未婚的情况下职业满

意度的直接效应的差异不显著(0.06 ns)。 
 

 
Figure 6. Simple effects of being married and unmarried (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 
图 6. 已婚和未婚的简单效应(主观职业成功) 

 

 
Figure 7. Simple effects of having more friends and fewer friends(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 
图 7. 亲友多和亲友少的简单效应(主观职业成功)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8144


吴伟炯 等 
 

 

DOI: 10.12677/ap.2018.88144 1226 心理学进展 
 

 
注：图 5至图 7 表示中介模型的简单效应图，黑体表示在不同的调节变量水平上差异是显著的；

虚线表示该条线的斜率系数不显著；*p < 0.05，**p < 0.01。 

Figure 8. Simple effects of high and low family satisfaction(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 
图 8. 高、低家庭满意度的简单效应(主观职业成功) 

 
因此，H5a 和 H5b 得到部分验证，H5c 得到完全验证。 

5. 讨论 

职业成功一直是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三十多年的研究中，职业成功的研究非常丰

富。然而文献中多将职业成功视为追求的主要目标，关注于职业成功的前因变量，对职业成功的影响结果

相对偏少。本文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理论分析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并

实证检验并确证了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有效性，推动了职业成功的影响效果的研究。 

5.1. 职业成功通过需求满足过程影响幸福感 

本研究结果表明，客观职业成功(收入)通过增强社会地位满意度和收入满意度间接地影响劳动者幸福

感。此结果与等在西方情境下的研究结论一致(Saris, 2001; Johnson & Krueger, 2006)，与邢占军(2011)在中

国情境下所得结果也基本相同，这说明了在中西方的社会中，作为客观的职业成功的指标——收入都会

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本研究结果与 Schyns (2001)和 Johnson 和 Krueger (2006)的研究

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即心理满足过程在客观职业成功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结果表明，客观职业成功会通过提高社会地位满意度和收入满意度进而影响劳动者幸福感。

这一结果让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客观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心理过程。正如 Dittmar 等人(2014)所强调的，

客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心理变量的中介传导作用。根据“保健-激励”双因素理论(Herzberg, 1966)，
客观职业成功具有保健功能，可以防止人们降低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因此，当劳动者在职业

活动中获得更多收入时，他们会抑制对客观职业收入的消极主观评价。由于存在社会等级比较，劳动者

对收入的主观评价还会受到社会地位满意度的影响，所以，个体获得客观职业成功会通过抑制收入满意

度降低这个“潜在”的心理过程来提高幸福感，也会通过抑制社会地位满意度降低而维持收入满意度，

进而影响劳动者的幸福评价。这个研究结果为人们合理安排工作家庭平衡提供了借鉴。进入婚姻殿堂可

能增加劳动者的幸福体验，同时家庭责任和义务也增加了。这要求劳动把握好工作-家庭的平衡，在追求

客观职业成功的同时，积极承担必要的家庭责任，如照顾父母、配偶、子女等，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一味地追求成功将对其幸福感带来消极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主观职业成功既直接地影响着劳动者的幸福感，也通过增强社会地位满意度和

收入满意度间接地影响劳动者幸福感。这个结果与过去的研究是一致的(Rain et al., 1991; Lounsbur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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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Leung et al., 2011)，说明除了客观职业成功，主观的职业满意度也会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

响。同时，本研究结果也表明，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在主观职业成功与劳动者幸福感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这说明了在主观职业成功影响劳动者幸福感的过程中，并非只有通过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

位满意度才能进一步影响劳动者幸福感，它一方面可能直接地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可能通

过影响劳动者的其他方面进而影响其幸福感，如积极的情绪、认知和行为(Layous & Lyubomirsky, 2015)。
根据“保健-激励”双因素理论，主观职业成功发挥了激励功能，可以进一步强化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

满意度。所以，主观职业成功不仅会在直接“激励”幸福体验，而还会在客观职业满意度的基础上，进

一步强化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两个的心理过程，从而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 
因此组织管理需要注意改善与个人发展与成就相关的因素，如鼓励劳动者就业，加强社会认可、促

进职业培训与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满意度，以及收入满意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励”并提

高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 

5.2. 家庭身份凸显性对职业成功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中国的“小家庭”和“大家庭”的文化特点，采用了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分析方

法和程序，分析了身份凸显性的家庭责任因素(已婚、亲友数量)和家庭满意度是否对职业成功与劳动者幸

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身份凸显性可以调节职业成功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并能进一步地调节相应的“中介链效应” (职业成功→社会地位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幸福感)。此外，对

于家庭身份凸显性不同的人，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存在差异。 
对于亲友少的人而言，主观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强，而对于亲友多的人而言，主观职业成

功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弱。这可能是因为，亲友少的“小家庭”责任集中，劳动者更关注家庭群体，而

亲友多的“大家庭”责任分散，更关注社会群体而倾向于社会比较，使得大家庭中的劳动者看重收入和

社会地位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对已婚的人而言，客观职业成功并不能有

效提高幸福感，反而降低了幸福感。对于未婚的人而言，客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这

个结果与研究假设是相反。这可能是由于已婚的人意味着家庭责任和要求有所增加，在时间和精力有限

的情况下，追求客观职业成功可能会疏远社会联系、抑制劳动者承担必要的家庭责任，造成工作家庭冲

突(Greenhaus & Kossek, 2014)。因此，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可能削弱收入对总体生活幸福感的积极效应，甚

至产生消极效应。对于家庭满意度高的人而言，客观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同时，主观职业

成功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强；对于家庭满意度低的人而言，客观职业成功完全通过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

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幸福感，主观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直接效应较弱。这可能是由于高家庭满意

度的人可能体验到更多积极的家庭活动，更易于形成了工作和家庭的双向促进作用，此时职业成功可以

进一步强化工作-家庭促进过程，从而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积极效应。 

5.3. 家庭身份凸显性对需求满足过程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表明，对于家庭身份凸显性不同的人，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

具体而言，在客观职业成功的影响效果上，对于家庭责任增加(已婚)、责任集中(亲友少)、家庭满意度低

的人而言，收入满意度对客观职业成功影响过程的中介作用均较强；对于责任分散(亲友多)、家庭责任较

少(未婚)、家庭满意度高的人而言，收入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弱。在主观职业成功影响过程中，对于家庭

责任分散(亲友多)、家庭满意度高的人而言，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大；对于家庭责任集中(亲友

少)、家庭满意度低的人而言，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小。同时，对于亲友少、家庭满意度高、已

婚的人，收入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大；而对于亲友多、家庭满意度低、未婚的人，收入满意度的中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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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责任(大小和集中度)与家庭满意度的差异，使得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

影响幸福感的第一阶段(职业成功→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第二阶段(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

度→幸福感)有所不同。 
过去的研究指出，工作通过提供收入和成就感而使个体感到满足，其目的在于获得物质回报和认会

认可，而家庭的幸福源于亲密关系和情感满足，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归属”、“爱”与“安全”的需要(李
原，2013)。家庭身份凸显会使个人对家庭产生心理承诺，产生为家庭竭尽全力的意愿(Meyer et al., 2006; 
Ng & Feldman, 2008)。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的社会荣誉和财富是职业成功的最终目的(Ralston 
et al., 2008)。因此，有可能家庭身份凸显的客观成功者将家庭目标作为自己职业成功的终极追求，所以

当他们追求职业成功时，不仅会兼顾家庭生活，而且还会以适当的评价标准衡量当前的收入，这有利于

对幸福感的直接提升。在他们获得职业成功满足了家庭责任的同时，家庭也能够进一步满足其亲密关系

和情感的需要，这提高了职业成功影响幸福感的第二阶段的作用；而对于家庭身份凸显性弱的成功者，

他们本身看重职业的收入，以工具性目标替代终极性目标，忽略了对家庭责任的承担，难以获得亲密关

系和积极体验，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局限于第一阶段，也就是说此时的职业成功难以敲开劳

动者的幸福之门。 
以上结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了启示。一方面，管理实践不仅要关心劳动者的工作和劳动条件，

而且要把管理触角深入到劳动者的家庭，关心劳动者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和谐。另一方面，管理者应该为

劳动者的家庭责任“减负”，实施降低劳动者角色超载的管理策略，如提供休假机会、帮助劳动者看护

小孩、照顾生病家人等组织福利或社区福利，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家庭身份凸显性的引导与调节作用。 

5.4.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从需求满足的过程视角，探讨职业成功影响效果的内在机制，以及家庭身份凸显性的调节作

用。虽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发现，但是在数据搜集方面也存在一些局限。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各变量的测量都采用被试的自我报告的形式，难免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

分析检验变量的区分度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同源性偏差问题并不严重影响研究结果。其次，

对于职业成功的衡量，本文借鉴当前的常用做法，采用自评的方式来衡量主观职业成功和客观职业成功，

但是个体自评的结果可能会受到参照标准的影响(如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的影响，可能存在瑕疵。今后的

研究可以尝试同时从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两方面来收集数据，进一步检验职业成功的影响效果。此外，

对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需要分为 3 个阶段进行，而本文数据是由一次测量获取的横截面数

据，因而本研究所揭示的职业成功、收入和社会地位需求满足及劳动者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有待

通过后续的追踪研究予以进一步检验。最后，本文聚焦于探索家庭责任、家庭满意度等相关变量的调节

效应，没有考察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传统性、现代性、工作要求与资源等。这些因素有可能对职业成

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引入这些因素并加以控制，以期对中国的成功-幸
福感关系研究作更深入的探索。 

6. 结论 

职业成功一直是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三十多年的研究中，职业成功的研究非常丰

富。然而文献中多将职业成功视为追求的主要目标，关注于职业成功的前因变量，对职业成功的影响结

果相对偏少。本文从幸福感这个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入手，理论分析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对劳

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发现：1) 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均对劳动者幸福感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 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在客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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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家庭身份凸显性的相关变量(已婚、亲友数量和家庭满意

度)对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具有显著的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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